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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公平面临如何从教育机会数量

均等化转向教育机会质量均等化、如何从起点单维公平转向“起点－过程－结果”多维公平等新问题。利用

“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2020 年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回归等多种方法分析了在高等教育步入普

及化阶段背景下，社会阶层差异对高等教育公平状况的影响。研究证实: 社会阶层地位显著影响着高等教

育起点公平，并通过起点公平对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产生间接影响; 起点不平等和过程不平等的叠加效

应，加重了弱势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在教育结果上的累积劣势。提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中国高等

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和“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任务和目标，为此应秉持发展性与补偿性并

重的原则、采取系统化和协同性的整体视角制定教育政策，注重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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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最近 20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自 1999 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之后，高等教

育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不仅毛入学率不断提高，而且规模迅速扩大。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

的《201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1. 6%，各类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 002 万人①。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可分为

“精英”( Elite) 、“大众”( Mass) 、“普及”( Universal) 三个阶段，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15%以下时，属于“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 处于 15% ～ 50% 之间时，为“高等教

育大众化阶段”; 在 50%以上时，属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1］。按照这一标准，从 2019 年开始，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过渡。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发展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阶层家庭的子女享受到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并据此改变人生际遇，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和阶层跃迁，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发

展。但是，教育公平问题却仍然是目前引起社会公众最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近年来，“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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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出贵子”“教育不公导致阶层固化”等说法在媒体舆论中曾引起热议，人们忧虑的是教育机会的

分配公平问题。这说明，我国教育公平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们对教育公平的需要不再满

足于只是享有教育机会，而是希望拥有公平的、优质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曾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同样适用于我国教育领域。
社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矛盾正在由供给总量的短缺性矛盾转变为优质教育供给不足不平衡而产生

的结构性矛盾［3］。“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

关键时期，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阶段; 同时，通过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更多的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将是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重要任务和目标。因此，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之时，在“十四五”新历史起点上，正

确理解高等教育公平，分析高等教育公平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情况既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继续大

力促进和改善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基础。

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面临的新问题

( 一) 高等教育公平的社会学理解

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领域的核心研究问题。教育公平研究涉及多

个学科，社会学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视角展开，把教育公平放置于

社会公平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认为教育机会结构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重点分析社会经济背景的

差异( 社会公平) 如何影响了人们教育机会的获得( 教育分层 /教育公平) ，以及个体获得的教育水

平又如何影响了其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流动) 并最终形成新的社会分层( 社会公平) 。因此，教育公

平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受到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同时教育公平本身也是影

响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一种重要机制。总之，我们对于教育公平的社会学理解需要从其与

社会公平的关系中去分析和把握。
教育公平具有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双重含义。“教育权利平等”侧重强调人们不受

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以及性别差异的限定，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的接受教育的

权利［4］。“教育机会均等”则强调无论社会经济背景、性别或种族的差异，人们都享有平等的接受

相同教育的机会。1966 年，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发表了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

著名研究报告《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在其后的研究中，科尔曼在梳理教育机会均等演变历史的

基础上，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强调学校资源投入的不平等到学校教育结果和

质量的不平等［5］。科尔曼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理解广泛影响了当今世界教育公平的观念，并对世界

各国政府推进教育平等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6］。瑞典教育学家胡森( Torsten husen) 提出了教育公

平的“三均等说”。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包括教育起点公平( 入学机会均等) 、教育过程公平( 受教育

过程的机会平等) 、教育结果公平( 学业成就机会均等) ［7］。“起点－过程－结果”的连续统成为理解

教育公平问题的基本分析逻辑，也是目前国内学者考察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主要范畴［8］。
笔者认为，从“起点－过程－结果”的视角去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目前面临着两个新问题。

第一，就教育起点公平而言，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依然严重，高等教育不平等

逐渐从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平等转向质量上的不平等; 第二，教育公平的重点逐渐从教育机会的均

等化转向整体教育质量的均等化，从教育起点公平延伸到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全面公平。
( 二) 从数量到质量: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面临的第一个新问题是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高等教育的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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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比较缓慢。1990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 3. 4%。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

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轨道，但增

速仍相对缓慢。至 1998 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 78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上升为

9. 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从 1999
年开始，国家作出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在扩招政策的刺激下，我

国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大大增加，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和高等教育规模迅速增长，并在短短几年的

时间里，就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

正式步入大众化阶段; 其后，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到 2019 年，我国又完成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

转变( 详见图 1) ①。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实现

了高等教育的公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依然存在。

图 1 1949—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在学规模

从国际经验看，优质高等教育会分配的不公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最大化维持不平等( maxi-
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 理论认为，国家教育总量的扩张并不会带来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

平等化，只有当优势阶层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后，弱势阶层才会享受到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从而促进

教育公平［9］。有效维持不平等(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EMI) 理论则进一步指出，教育不平

等包括“数量”( 总体教育机会) 和“质量”( 例如学校等级或学制轨道) 两个方面，虽然教育扩张带

来总体教育机会的扩大，但优势阶层在高质量层面的教育中占据更大优势，因此教育扩张并不能真

正实现教育公平［10］。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同样表明，高等教育规模的数量扩张并不能降低基

于家庭阶层地位的教育不平等。虽然大学扩招的确给劣势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带了更多上大学的

机会，但是并没有改善他们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实是越高等级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

程度越大［11 － 14］。因此，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公平状

况呈现两种发展趋势: 一是从数量角度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化; 二是从质量角

度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并未减弱甚至变得更加不平等。
( 三) 从单维到多维: 从起点不公平到“起点－过程－结果”的不公平

1. 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面临的第二个新问题是，从高等教育起点不公平向高等教育过程和高等教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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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公平的延伸，同时，也是我国教育公平注重质量均等化的体现。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主要体

现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教育再生产的效应，尤其是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对人力资本尤其是

与劳动力市场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布尔迪约和帕斯隆认为，学校成为维持社会不平

等的工具，高等教育过程成为权力运作和符号暴力的场域，社会再生产体现在课程设计、考核标准、
校园文化等高等教育过程的各个环节，大学生初始的文化资本差异在这些环节中得到进一步巩固

而不是弱化［15］。
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社会再生产效应具体可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阶层的再生产效应。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进入相同的高校，他们能否获得同样的发展?

王处辉、李娜( 2007) 的研究发现，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即使进入相同的高校，在接受高等教

育资源时也存在不平等，家庭资本的弱势及其在入校前的积累劣势导致弱势阶层的学生在大学期

间的知识学习、社会实践和人际交往等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16］。在多学校样本中，朱新卓等人

( 2013) 的研究发现，来自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高于来自较低阶层的家庭

的大学生［17］。朱斌( 2018) 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教

育成就( 包括学业成绩、学生干部以及英语四级成绩等) 的影响，其研究同样发现了高等教育期间

阶层的差异化影响，精英阶层的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水平也更高［18］。
第二个是阶层和学校的双重再生产效应。早在 1954 年，我国便确立了建设重点高校的差异化

发展政策; 之后在 1993 年和 1999 年，国家又分别提出“211 工程”和“985 工程”( 简称“211”和

“985”) ; 2016 年，国家又启动高校“双一流”建设战略。虽然分层次办学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

的多样化和合理分工，但是学校层级不同，造成了学校在资源配置、办学质量、社会声望上的重大差

异，从而也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再生产过程，造成一种新的不公平。一方面，处于更高层级高校

的大学生可以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奖助体系和发展机会，在学校教育再生产的过程中占据相对

优势; 另一方面，对于处于更低层级高校的弱势阶层的大学生来说，则会经历阶层再生产和学校再

生产的双重劣势。
2. 高等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高等教育的结果的不公平是指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其升学和就业机会的影响。
第一，从升学机会来看，近年来受就业压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通过继续升学获得

更高学历来提升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学界以往研究发现，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

大学生升学读研、海外留学机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的比例更大，而且

选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更多地来自于 211 高校，这些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表现都要显著地

优于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的学生［19-20］。
第二，从就业机会来看，就业不公平是指大学生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不是自

身能力，而是受到家庭背景、社会资本等其他非人力资本因素的干扰。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掌

握的不同资源影响了子女职业获得和职业地位。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制度与转型背景

下，由亲属、朋友构成的“强关系”社会网络在求职与职业流动中发挥的“人情”作用尤其突出。岳

昌君、杨中超( 2012) 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求职结果的这种不平等影响，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获

得方面，也表现在工作起薪和工作满意度上［21］。“内部招聘”“萝卜招聘”等都反映了求职过程存

在不公平，导致“垄二代”“官二代”“拼爹”现象频繁出现，严重破坏了就业公平原则。此外，优势

阶层的子女通过进入更高层级的高校从而获得更好的“信号”。在我国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大

学学历的含金量不仅普遍下降，而且“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符号功能呈现弱化和分化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信号”对解决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开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很

多用人单位以公开或者隐晦的方式划定了招聘大学毕业生标准，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垄断性行业甚

至非“双一流”，以及非 985 或 211 院校的毕业生一概不要。因而，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多是非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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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从事的工作从工作稳定性到户籍福利等方面均逊于来自重点院校的学生。
由此可知，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视之，身陷就业困境的大学生主要是那些被挤出主要劳动力市场

之外的群体，并且由于就业不公平导致了社会中下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充分兑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价值，且获得相应的教育回报。

三、对中国当前高等教育公平现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使用最新的调查数据分析并呈现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公平的现

状。在分析思路上，本文将从高等教育公平的“起点－过程－结果”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这与以往一

些相关研究的分析思路相一致［22-23］; 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 Panel Study of Chi-
nese University Students，简称 PSCUS) 。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在全国

范围内选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每年执行一轮追踪调查，全面反映在校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社会人口背景、学习成长、价值观念与就业状况等。PSCUS 采

用多阶段混合抽样的方法，把“学校－专业－班级”作为 3 个层次的抽样单元进行抽样，在初级抽样

单元的设计上，该调查兼顾了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以此提高样本的代表性，降低

抽样误差［24］。因此，PSCUS 数据在调查内容的全面性、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及时性上具有较大的

优势。本文使用了 PSCUS 调查 2020 年 20 所高校的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调查数据( 未包括研究生

样本) ，及时体现了 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后的情况。其中，高等院校在校生样本量

为 13 538 个，应届毕业生样本量为 2 639 个①。
图 2 描述了父亲职业阶层与大学生就读学校类型的分布情况。从调查的总体样本来看，虽然

在校大学生中来自优势阶层，比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与来自弱势阶层，比如工人和农

民阶层的比例差别不大，但是分大学类型来看则存在明显差异。本文把高校类型区分为高职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和精英院校( “双一流”，“985”和“211”高校) 三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到，优势地位阶

层的子女更有可能获得优质教育机会。例如，在精英大学中，管理人员子女的比例最多，接近四成

( 37. 5% ) ，农民子女的比例仅不足一成( 8. 2% ) ，前者是后者的 4. 6 倍。在高职院校中，父亲是农

民的大学生占比最高，约占三成左右( 30. 3% ) ，而父亲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比例

加起来还不到一成( 9. 4% ) 。在普通本科院校中，也是管理人员子女的占比最高( 27. 9% ) ，但农民

图 2 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与父亲职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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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呈现各个变量的描述性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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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比例也达到了 15. 5%，介于精英院校和高职院校之间。由此可见，我国在高等教育机会的

快速扩张中，虽然教育机会供给量增加，弱势阶层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增多，但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仍然更多地被优势地位阶层的子女所享有。
家庭文化资本对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同样十分明显。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父亲文

化程度分布的比例存在很大差异。图 3 数据显示，在 985 和 211 精英院校中，接近二分之一

( 47. 9% ) 学生的父亲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父亲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仅为 7. 1%。相反，

在高职院校中，父亲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仅为 4. 8%，父亲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学

生也仅有不到四分之一，大约三成( 31. 9% ) 高职学生的父亲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在普通本科

院校中，父亲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学生比例为 17. 5%，在小学及以下的学生比例为 16. 5%，均

介于高职院校和精英高校之间。

图 3 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与父亲文化程度

表 1 显示了社会阶层差异影响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多分类逻辑斯蒂( Mlogit) 回归结果，基准

组为普通本科院校。我们从数据可以看到，父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生子女越有可能就读于更高

层级的大学，且影响非常显著。相比于就读普通本科，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在校大学生就

读高职院校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11. 8% ( e －0. 125 － 1) ，在校大学生就读精英高校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10. 9% ( e0. 104 － 1) 。从父亲职业阶层背景看，相比于就读普通本科学校，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就

读于精英大学的优势比只有管理人员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 43. 6% ( e －0. 829 ) 。相比于就读普通本科

学校，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就读于高职院校的发生比是管理人员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的 1. 78 倍

( e0. 579 ) 。由此可见，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家庭阶层状况的差异依然是显著影响子女

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

表 1 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多分类逻辑斯蒂( M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高校类型

高职 /普通本科 985 和 211 /普通本科

父亲受教育年限 － 0. 125＊＊＊ ( 0. 025) 0. 104＊＊＊ ( 0. 021)

父亲职业阶层( 管理人员 = 0)

专业技术人员 0. 494＊＊ ( 0. 182) 0. 000( 0. 104)

办事人员 0. 272* ( 0. 136) － 0. 357＊＊ ( 0. 128)

工人 0. 579* ( 0. 283) － 0. 285( 0. 200)

自雇人员 0. 552* ( 0. 264) － 0. 430* ( 0. 196)

农民 0. 644( 0. 564) － 0. 829* ( 0. 408)

无业 /失业 /下岗人员 0. 468( 0. 539) － 0. 609( 0. 40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Pseudo R2 0. 164
样本量 13 538

注: 1． 模型控制变量为大学生性别、年级和城乡户籍，限于篇幅，模型未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2． 括号内的

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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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显示了社会阶层差异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多元回归结果。本文选择了学生外语水

平、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党员和学习氛围水平四个变量反映高等教育过程情况。外语水平和学校学

校氛围分别为 5 等级和 10 等级的序次变量( 视作定距变量处理) ，针对这两个因变量，本文使用

OLS 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模型 1 和模型 4) ; 是否学生干部、是否党员为二分类变量，针对这两个因

变量，本文构建了二分 Logit 回归进行分析( 模型 2 和模型 3) ，两个变量都以回答否为参照组。

表 2 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外语水平

( OLS 回归)

模型 2: 学生干部

( Logit 回归)

模型 3: 党员身份

( Logit 回归)

模型 4: 学习氛围

( OLS 回归)

父亲受教育水平 0. 027＊＊＊ ( 0. 004) 0. 027＊＊ ( 0. 009) 0. 036 + ( 0. 021) 0. 002( 0. 012)

父亲职业阶层( 管理人员 = 0)

专业技术人员 － 0. 120＊＊ ( 0. 036) － 0. 272* ( 0. 120) － 0. 466* ( 0. 208) 0. 084( 0. 127)

办事人员 － 0. 180＊＊＊ ( 0. 031) － 0. 357＊＊＊ ( 0. 082) － 0. 369( 0. 301) － 0. 036( 0. 080)

工人 － 0. 251＊＊＊ ( 0. 035) － 0. 301＊＊＊ ( 0. 090) 0. 191( 0. 195) 0. 067( 0. 059)

自雇人员 － 0. 220＊＊＊ ( 0. 029) － 0. 174* ( 0. 071) － 0. 057( 0. 131) 0. 092( 0. 072)

农民 － 0. 359＊＊＊ ( 0. 035) － 0. 284* ( 0. 117) － 0. 011( 0. 178) 0. 180( 0. 124)

无业 /失业 /下岗人员 － 0. 325＊＊＊ ( 0. 053) － 0. 235 + ( 0. 126) 0. 319* ( 0. 160) － 0. 010( 0. 118)

就读高校类型( 高职 = 0)

普通本科院校 0. 399＊＊＊ ( 0. 073) 0. 386( 0. 247) 0. 317( 0. 266) 0. 534 + ( 0. 254)

985 /211 院校 0. 593＊＊＊ ( 0. 059) 0. 112( 0. 207) 0. 935＊＊＊ ( 0. 275) 0. 858＊＊＊ ( 0. 2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0. 230 — — 0. 033

Pseudo R2 — 0. 021 0. 167 —

样本量 13 538 13 538 13 538 13 538

注: 1． 模型控制变量为大学生性别、年级和城乡户籍，限于篇幅，模型未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2． 括号内的

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 ＊＊＊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p ＜ 0. 1。

如表 2 模型 1 所示，大学生家庭阶层地位差异和就读高校类型对学生的外语水平的高低具有

显著影响。父亲受教育水平越高，职业阶层地位越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就越高。管理人员家庭出身

的大学生外语水平最高，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外语水平最低。在三类就读

高校类型中，精英高校的大学生外语优势最大，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外语水平最低，普通本科院校居

中。从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情况看，模型 2 显示，优势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更可能会担任学生干部，

但学校类型的影响不显著。在所有职业阶层中，管理人员阶层的子女最有可能担任学生干部。从

是否党员来看，模型 3 表明家庭阶层地位和所在高校类型均具有显著影响，总体上看，家庭阶层地

位越好的大学生，越有可能成为党员，精英高校的大学生最有可能成为党员。模型 4 反映了大学生

自评学校学习氛围的情况，不同于前三个教育过程因变量，这一变量基本反映了外在学校环境的客

观状况，因此与学生家庭阶层差异没有明显关联，但与学生就读高校类型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度，

这是因为学校学习氛围往往是由学校办学质量、师资投入、生源差异等因素导致的。模型 4 显示，

相比于高职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精英高校的学习氛围最好，优势最明显。综合表 2 四个模型结果

可以发现，家庭阶层地位更高的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具有相对更大的优势，虽然家庭阶层状况

不会直接影响大学生所在高校的学习氛围，但是通过影响大学生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从而也会施

加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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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显示了社会阶层差异影响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多元回归结果。本文共选择了是否升学、
就业起薪和就业单位类型三个变量反映高等教育结果情况。是否升学为二分类变量，针对该因变

量，本文使用二分 Logit 回归分析( 模型 5) 。其中没有升学的大学生为参照组，这一部分群体包括

了正在工作和既没有升学也没有参加工作两种情况。升学包括了高职生专升本和本科生读研两种

情况。本文通过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月薪和就业单位类型来反映大学生的工作情况。其中就业

月薪为定距变量，因此采用 OLS 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模型 6) 。就业单位类型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

两种情况，因此采用二分 Logit 回归分析( 模型 7) ，体制外为参照组。

表 3 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5: 是否升学

( Logit 回归)

模型 6: 就业起薪

( OLS 回归)

模型 7: 就业单位

( Logit 回归)

父亲受教育水平 0. 034* ( 0. 016) 0. 003( 0. 006) 0. 040 + ( 0. 021)

父亲职业阶层( 管理人员 = 0)

专业技术人员 － 0. 195( 0. 253) 0. 119( 0. 119) 0. 166( 0. 298)

办事人员 － 0. 028( 0. 221) 0. 180( 0. 115) 0. 395( 0. 337)

工人 － 0. 726＊＊ ( 0. 279) 0. 135( 0. 098) － 0. 001( 0. 162)

自雇人员 － 0. 283( 0. 219) 0. 158 + ( 0. 090) － 0. 133( 0. 176)

农民 － 0. 037( 0. 268) 0. 035( 0. 112) － 0. 241( 0. 237)

无业 /失业 /下岗人员 － 0. 178( 0. 229) － 0. 039( 0. 103) 0. 046( 0. 229)

就读高校类型( 高职 = 0)

普通本科院校 0. 773* ( 0. 373) 0. 273* ( 0. 104) 0. 654 + ( 0. 348)

985 /211 院校 1. 781＊＊＊ ( 0. 365) 0. 547＊＊＊ ( 0. 100) 1. 072＊＊＊ ( 0. 218)

教育过程变量 部分显著 部分显著 部分显著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2 — 0. 150 —

Pseudo R2 0. 176 — 0. 092

样本量 2 639 1 223 1 238

注: 1． 模型控制变量为大学生性别、年级、专业和城乡户籍，限于篇幅，模型未显示控制变量和教育过程变量的

的回归结果; 2． 括号内的数字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3．＊＊＊p ＜ 0. 001，＊＊p ＜ 0. 01，* p ＜ 0. 05，+ p ＜ 0. 1。

表 3 模型 1 显示，父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生升学的可能性就越大，父亲受教育水平每增加

一年，大学生继续深造的可能性就增加 3. 5% ( e0. 034 － 1 ) 。从职业阶层看，相比于其他阶层背景的

大学生来说，父亲为管理人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升学，但总体上统计不显著。从学校类型看，本科

院校学生 比 高 职 院 校 学 生 更 可 能 升 学，普 通 本 科 院 校 大 学 生 的 升 学 优 势 比 是 高 职 院 校 的

2. 2 倍( e0. 773 ) ，精英高校学生升学优势最大，其升学优势比是高职院校的 5. 9 倍( e1. 781 ) 。模型 6 同

样显示了就读学校类型与就业起薪的显著关联，与高职院校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毕业于普通本科院

校的大学生初职月薪对数高出 27. 3%，获得了更高的初职月薪，毕业于精英院校的大学生初职月

薪对数高出 54. 7%。在就业单位类型上，普通本科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比是高

职院校毕业生的 1. 9 倍，精英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比是高职院校毕业生的 2. 9
倍。由此可见，学校的人力资本信号作用非常明显烈，毕业院校层级越高，尤其是毕业于精英院校

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进入体制内单位工作。
此外，本文还分析了教育过程变量对高等教育结果的影响。这些变量主要反映了大学生在大

学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包括获得奖学金情况、学习成绩、英语成绩、是否学生干部和是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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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从分析结果看，本文选取的五个教育过程变量在不同模型中的系数大小和显著度存在不一致，

但总体上看，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状况越好，越容易进入到体制内单位工作，初职薪

资水平相对更高。本文总结表 3 分析结果，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前提下，家庭阶层地位对于

大学生升学或者找工作的直接影响并不非常显著，但其通过影响大学生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以及

高等教育过程从而间接影响高等教育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莘莘学子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教育公平一直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经。本文首

先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步入普及化阶段之后，高等教育公平面临着两个新问题，即如何从教育机

会的数量均等化转向教育机会的质量均等化，如何从起点的单维公平走向“起点－过程－结果”的多

维公平; 其次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2020 年调查数据，分析了在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背景下，

社会阶层差异对高等教育公平状况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一) 结论

第一，社会阶层地位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具有非常显著的直接效应。我国经过持续的教育扩

张，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化，但是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优质教育机会尤其是精英

院校( “双一流”高校，985 和 211 高校) 机会的获得依然不平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直接决

定了进入精英大学机会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阶层地位对高等教育过程的影响体现出一种混合影响效应。一方面，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直接影响着教育过程的某些方面，比如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 另一方面，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虽然对诸如党员身份、学校氛围等教育过程变量没有发挥显著的直接效应，但是通

过影响教育起点( 学校层级) 差异进而施加间接效应。因此，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体现为一种社会

阶层和学校层级双重再生产的累积的不平等。
第三，社会阶层背景的差异对高等教育结果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通过影响高等教育起

点和过程而发挥作用的间接效应。本文统计结果显示，虽然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对大学生工

作起薪、能否进入体制内工作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升学机会的直接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但是

学校类型对升学机会和就业状况的直接效应非常显著，大学生在校期间人力资本积累( 高等教育

过程) 的某些方面对升学机会和就业状况也显示出显著的直接效应。起点不平等和过程不平等的

叠加效应加重了弱势阶层出身的大学生在教育结果上的累积劣势。
应该看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真正意义并非毛入学率数字本身，而在于高等教育内涵和质量的

实质性变化。追求更加均等和更高质量的教育公平，减少由出身造成的教育机会的差异成为我国

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以及“十四五”时期我国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出发点。
( 二) 建议

本文认为，为了更好地推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相关部门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尤其应注意以

下三个问题。
第一，秉持发展性和补偿性并重的原则制定教育政策。对弱势群体实施补偿性教育政策是促

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方式。我国实行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发展性原则，即通过扩大教

育规模的增量让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从而促进个体间的教育公平，也就是“总量－人均”模

式［25］。但在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总量达到一定水平后，要注重通过补偿性的再分配政策来

保障和提高弱势阶层子女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第二，采取系统化、协同性的整体视角来看待和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是一项牵扯广泛

的系统性实践，要注重高等教育公平与基础教育公平以及早期教育公平的联动。高等教育机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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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实际上是基础教育机会不公平的累积和延续。弱势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限，很大

程度上源自于基础教育时期乃至早期教育阶段的教育不公平。尤其是前些年教育市场化的愈演愈

烈，导致家庭教育投资的阶层“鸿沟”呈现日益扩大趋势，加剧了弱势群体的教育累积劣势［26］，最终

影响到高等教育的不公平。
第三，格外重视解决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问题。此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相关政策较多关

注到了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就业不平等问题，但是对于教育过程的“黑箱”关注不足。进入较低层级

就读的大学生在经过大学教育的再生产过程之后，高考成绩的劣势被放大和延伸，在升学机会和劳

动力市场上处于全面劣势。这固然与学校的资源配置、教育环境和学校的信号作用有关系，但也与

我们国家对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定位和人才培养方式有重要关联。例如，笔者的另外一项研究发

现，在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精英院校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匹配度是最低的，这导致职业

院校学生的技能比较优势无法显现［24］。而高职院校学生更多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家庭，职业教育

的低回报率无疑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再生产，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因此，这就启示我们要重更加视探

索不同类型高校尤其是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在专业设置和技能教

育上要主动适应市场和社会需求并及时做出回应，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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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ifferences and Educational Equ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LIU Baozhong
( Institute of Soci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mass stage to the
universal one，the equ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some new problems，such as how to
change from the equality of the quant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o the equality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how to change from the one - dimensional equity of the
starting point to the multi -dimensional equity of " starting point-process-result" ． Based on the
data of " Panel Stud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 2020，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on the equity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by using linear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class status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starting point fairness of higher education，and
indirectly affects the process fairness and outcome fairness through the starting point fairness;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starting point inequality and process inequality aggravates the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educational outcome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air and quality education is the task and goal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ntering the universal st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refore，the principle of equal emphasis should
be adhered to on development and compensation，education policies formulated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zation and coordination，and attention paid to improving the return rate
of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Key words: universal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class; education equity;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llege students

( 责任编辑 冯 蓉)

621


